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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摘要
筆者檢視國內目前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選址、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建造等，迭遭民眾「鄰避效應」與環保意識的抗爭，已造成計畫延宕等影響，再就原能會安全管制及政府保護民眾之立場，除確保處置場的安全，亦應透過不同管道，與民眾進行溝通，以維護環境利益。此次出國計畫之執行與參訪，即在蒐集歐洲(含英國)等作業經驗，並與英國Lancaster大學社會學系學者進行學術研討外，同時針對核廢料處置及核能風險溝通議題，進行交流。
蒐集英國Sellafield核能重鎮於80-90年代時期的公民會議的研究結果，以及歐盟STAGE研究計畫，並透過英國及國內針對核能議題所做的民意調查結果，可以發現：核能議題的風險溝通，已不單純在技術本身的困境，而擴及節能減碳、生活背景、社會文化等複雜因素，故針對國內近期之核能爭議，結論建議應重新思維溝通策略，並深入我國不同的社會架構，來尋求可能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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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所任職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職掌全國原子能運用及安全管制事務，主要工作即在於核能電廠營運及興建安全品質管制，以及放射性廢棄物之安全管理，就以當前科技水準而言，國內各核能電廠運作及建造技術，以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技術均已十分完備，意外事故發生機率均低於百萬分之一，然而自美國三浬島電廠與前蘇聯車諾比電廠事故後，核能的安全議題就無可避免地成為專家與非專家(一般民眾)間認知爭議的焦點。
我國自1978年開始利用核能發電，目前已有核能一、二、三廠6部核能機組，而所產生的低放射性廢棄物均暫存放在核能電廠廢棄物倉庫與蘭嶼貯存場，各核能電廠(含興建中之核四廠)內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倉庫容量均足以提供電廠規劃營運期間之需求。
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核能電廠所產生的低放射性廢棄物包括運轉廢棄物及拆廠廢棄物(運轉廢棄物指核能電廠運轉期間由操作、維護及除污等所產生之受污染的衣物、工具及廢棄的零組件、設備、樹脂等，屬於半衰期較短之放射性廢棄物。拆廠廢棄物係指核能電廠運轉壽命結束後予以拆除所產生的廢棄物，包括反應器壓力鋼槽及其內部結構物、混凝土生物屏蔽、廠房內受污染管路及混凝土結構物及拆廠除污作業所產生之受污染衣物、工具及廢棄的零組件、設備、樹脂等，亦屬低放射性廢棄物。)低放射性廢棄物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於興建永久處置場將廢棄物埋藏於地下，藉多重防護圍阻設施與放射性強度隨時間增加而遞減之特性，安全地隔離放射性廢棄物於人類生活環境之外，此種處置方式已獲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簡稱IAEA)之認可與推薦，目前國際間營運中及已封閉的處置場計有76處以上，分屬約34個國家，顯見安全地處置放射性廢棄物在技術上並無困難。
故為妥善處置國內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問題，依據2006年5月24日公布施行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以下簡稱場址設置條例)，指定原能會為主管機關，經濟部為主辦機關，且由於台電公司為國內產生低放射性廢棄物最大宗來源者，故經濟部依據條例第6條會商各主管機關後，於2006年7月11日指定台電公司為條例規定之選址作業者。另條例規定經濟部應成立處置設施場址選擇小組(以下簡稱選址小組)，執行選址工作。台電公司則依據場址設置條例、經濟部指示與選址小組之決議辦理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工作。
然回溯我國在處理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問題上，已然歷經超過15年的努力。作為「場址條例」規定之主辦機關經濟部所指定之選址作業者，台電公司早於1993年即成立「候選場址評選委員會」，並於1993年8月自台灣本島與各離島地區共選出30個候選區域，不過，最終仍因合格候選場址之地方民選首長撤回同意而告終。隨後，台電公司曾選定烏坵鄉小坵嶼為優先調查候選場址；又於2002年10月選定台東大武、達仁鄉、屏東牡丹鄉及離島澎湖望安鄉之東吉嶼等4個可能替代候選場址。隨著2002年5月蘭嶼鄉民包圍貯存場後，行政院於2002年12月將場址設置條例草案函請立法院審議並於2006年5月公布施行。於此同時，台電公司依場址設置條例修正「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並由原能會於2007年4月完成審查核定。其中對處置設施的選址與興建已有具體的時程規劃：2011年提報行政院核定場址，2016年底前展開處置作業。此外，依場址條例及選址計畫之作業時程，經濟部應於2007年12月底前公告潛在場址，2008年選出建議候選場址並辦理公投，2011年提報行政院核定場址，2016年展開處置作業。
惟經濟部為避免潛在場址之票選結果在選舉期間(2008年1月12日立委選舉及3月22日總統大選)被模糊主題焦點，另考量實務上對擬提報之潛在場址個數與票選作業尚有不同意見，因而暫緩選址小組票選潛在場址作業。後於2008年8月29日由經濟部公告台東縣達仁鄉、屏東縣牡丹鄉及澎湖縣望安鄉等3處為潛在場址
，經濟部又於2009年3月公告候選場址
，分別是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及澎湖縣望安鄉東吉嶼，然而因為望安鄉東吉嶼被劃設為玄武岩自然保護區，確定從候選場址中除名。根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必須有兩個以上建議候選場址，才能進行地方性公投，所以必須符合場址設置條例的規定下，必須補足2個建議候選場址，其中一種考量是直接將牡丹鄉旭海村列為候選名單，但是除了可能面臨到2個候選場址都是原住民地區的情況外，如果未來又有什麼變數，將可能面臨無址可選的情況。
一、研究緣起
儘管依法行政的壓力下，經濟部與台電公司積極在程序及技術上審慎進行選址工作，然而放射性廢棄物議題已不純為技術問題，民眾對於這項議題的觀感，已經由選址、土地利用等單一問題，衍生至住民自決、地方發展、政治生態角力等多元複雜程度，然而面對未來可能無址可選、電廠儲存空間、蘭嶼遷場等壓力，能否依法規時程、取得各方共識而完成選址工作，似是遙遙無期，儘管主管機關熟知核廢料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爭議性，開始各種溝通宣導工作，但就目前社會情勢觀察，似是無解。
筆者任職於國內核能管制專責單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除對國內核能安全進行把關外，對於民眾瞭解核能、國家推動核能科技政策之溝通執行，亦擔負起重要責任。故對於我國核能發展及應用政策的研擬、對民眾之社會溝通教育，則必須就社會社群中各個利害關係人的相互關係，進行整體規劃。我國應用核能已有30年經驗，但國內對於核能發展，包括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問題，仍有相當分岐的意見；因應全球暖化及節能減碳趨勢，儘管透過「全國能源會議」決議「核能為我國低碳能源選項之一」，可是為有效推動核能發展及政策因應，在考量未來國內需求，筆者自省透過汲取國際間學術及實務經驗，或可以在現有的解決途徑中，重新整理或省思出另一條不同的道路，找到更適切於國內政經發展、民眾認同的方式，來排解核能以及放射性廢棄物爭議。
二、研究目的
自其原因在於風險認知的不同(核電廠或處置場的安全建造技術已十分完備，且事故機率均在百萬分之一以下，但民眾仍對核能科技，有所畏懼與排斥)；如何透過良好的風險溝通，分析其間的利益得失與影響，亦是核能爭議的解決方案中，排解科技與情感認知間之差異，為首要任務。
目前國內對此領域之研究文獻，英國之相關資訊較少，但就業務需求及該國學術、實務經驗，應規劃進行學術交流與實地參訪，除蒐集第一手研究資訊，亦就國內現況，與國際學者進行經驗交換。
三、研究活動
個人於研究期間，除與Lancaster大學社會學院及CSEC中心(全名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學者，就研究主題進行會議交流及相關研討外，並為充實研究主題本身之相關理論認知，同時研修2門研究所課程，茲簡述如下：
課程1：科學、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簡稱STS)

課程重點：
這項課程主要研討科學、科技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運作準則，並透過課堂討論，聚焦於以下重要議題：1.瞭解並討論科技知識與變遷上，理論的說明及學術研究；2.針對前項變遷，在科學與技術課題上，分析其涵括政治層面之意涵；3.針對學術研討結果，就科學、科技與社會的現況，研討現實狀態的真正內容。
課程Part A、什麼是STS？
第1週、STS簡介
從科學的哲學觀，科技與知識的社會觀點出發，到科技知識的社會學討論，來說明STS的理論架構與發展。透過實驗誤差(Error或錯誤)的研究與事實(Truth)的社會觀點，來討論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科學的社會認知、與反思(reflexivity)。我們可以由意識型式，進入學術與實務討論領域，來省思政治、科技以及社會的各項議題。
第2週、科技的社會學(Science as Culture)

我們可以設定：假設(assumption)是科技知識的一種文化，科技社會學自然也自此出發，然而透過一些研究，我們可以更深入瞭解隱性知識，以及認識論反映在科技上的問題。
Thomas S. Kuhn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elected sections)

Collins, H. M. (1975), 'The Seven Sexe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a Phenomenon, or the Replication of Experiments in Physics', Sociology, 9: 205-224.

第3週、科技知識的型塑(Knowledge Shaping)

是什麼型塑出所謂的「知識(knowledge)」？其中一個答案是社會利益取向，此次課程則將介紹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在社會利益上的運件情形，以及社會對於SSK的影響。
Donald MacKenzie (1999), 'Nuclear Missile Testing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ccuracy, pages 342-357 in Mario Biagioli (ed.),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Cynthia Cockburn (1999), ‘The Material of Male Power’, pages 177-198 in 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 Wajcman (eds),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Second Edition,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課程Part B、從科學問題到社會問題
第4週、Modest Witness

我們能夠完整地區別所謂「真相(truth)」和「知識(knowledge)」嗎？透過17世紀的實驗，沿著歷史時間的演進，在所謂「知識」的形成中，階級(class)與性別(gender)如何影響知識的創造，進而探討在「現代學者(modernist)」對於科學事實(scientific truth)的操作中，是否能脫離權力(power)的影響。即使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是否能確實擺脫權力與性別的運作顯響，來找出科學的真實。
Shapin, Steven (1984), 'Pump and Circumstance: Robert Boyle's Literary Techn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4: 481-520. 

Haraway, Donna J. (1997),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ium', pages 23-48 in Modest Witness@Second _Millenium.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第5週、知識的建構(Building Knowledge)與ANT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在Haraway的研究中，「權力」對所謂科學研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事實上，「真相(truth)」與「政治(politics)」亦有牢不可破的關連性。透過社會學在STS上的研究，也可以發現相類似的結果。另外，對於人與非人的社會領域中，深入研討ANT理論的內涵。
Michel Callon (1999),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aint Brieuc Bay,' pages 67-83 in Mario Biagioli (ed.),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Bruno Latour (1983),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pages 141-170 in Karin D. Knorr-Cetina and Michael J. Mulkay (eds), Science Observed, Beverly Hills: Sage.

John Law (1992), '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 Actor-Network: Ordering, Strategy and Heterogeneity,' Systems Practice 5 179-393. 

第6週、科學與技術的文化觀(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如果我們認為「科技知識(scientific knowledge)」涵括了社會、自然與技術，那它所涉及的詳細領域及內涵是什麼？其中主導者是何者？和所觀察到的事實或現象，有何關連？這些問題都可以衍伸至科學與技術的文化觀點。
McNeil, Maureen (2008), 'Roots and Routes: the Making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ges 16-31 in Anneke Smelik and Nina Lykke (eds), Bits of Life: Feminism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edia, Bio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Part C、STS 與政治
第7週、科技發展的目的(Ethics)

「政治(politics)」在科技發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科技知識中的「善(good)」的意涵是什麼？而由誰或如何界定所謂的「善」？這是一個很嚴苛的思維，同時也是各相關領域的學者所關注投入的議題，其間所涵括的脈絡(context)，值得深入思考。其所引致的衝突，又是如何因應？
Moser, I. (2007), "Making Alzheimer's Disease Matter: Enacting, Interfering and Doing Politics of Nature." Geoforum, 39: 98-110.

Harbers, H., A. Mol, et al. (2002), "Food Matters: Arguments for an Ethnography of Daily Ca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 207-226.

第8週、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

如果我們視世界，是一個由「科學(science)」所建構的一個「世界(world)」，那1.透過「上帝(god)」的視野，則知識來自於原有的世界；或者2.單純地認為世界是由各種「知識(knowledge)」而組成。不論以上何者，知識與世界的都不能單一或共同的組成，而Haraway引用Cyborg或部分連結(partial connection)的方式，來加以詮釋。
Donna Haraway (1999),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pages 172-188 in Mario Biagioli (ed.),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Online at: http://www.hsph.harvard.edu/rt21/concepts/HARAWAY.html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ages 149-181 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第9週、知識系統(Post-colon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知識系統是如何與科學、信仰或其它系統相連結呢？這個關係或許無法輕易釐清，透過西方科技知識的傳播，以及非科技知識的文化傳衍，來說明知識系統的建構。
Helen Verran (1998), ''Re-Imagining Land Ownership in Australia', Postcolonial Studies, 1: 237-254.

Helen Verran, ‘Staying True to the Laughter in Nigerian Classrooms’, pp 136-155 in John Law and John Hassard (eds) (1999),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London, Routledge. 

第10週、本體流動性(Ontological Fluidity)

在STS的研究領域中，有一項新的學說，意指我們並非生活在單純(single)的世界之中，因為我們所謂的「世界(world)」，可能因不同的認識或觀察，而有所不同。此種學說，可以指出所謂的「實體(objects)」可能在相同的領域中具有不同的特性，但也可能在不同的應用地域上，卻具有'相同'的特性。
Mol, A. and J. Law (1994), "Regions, Networks and Fluids: Anaemia and Social Top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4: 641-671.

de Laet, M. and A. Mol (2000), "The Zimbabwe Bush Pump: Mechanics of a Fluid Techn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0(2): 225-263.

Law, J. and V. Singleton (2005), "Object Lessons." Organization 12(3): 331-355. 

課程2：環境與文化(Environment and Culture)

課程重點：
1.透過社會學及社會理論來瞭解環境問題及衝突；
2.環境社學學領域中不同的研討方向，進而釐清其間的利益關係；
3.透過環境議題的社會學研究，來研討人與自然、科技與政治間的關係，以及環境動態與社會科技變遷。
課程綱要及研讀資料
第1週、環境社會學(Environmental Sociology)

透過美國學者William Catton與Riley Dunlap提出的「環境社會學(Environmental Sociology)，而非環境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the Environment)」，重新檢視非人本立義的社會學研究領域。同時將美國源起的「環境社會學」與歐洲相關學說，進行對比。
William R. Catton, Jr. and Riley E. Dunlap, "A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Post-Exuberant Soci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4 (1980):15-47.

第2週、馬克思主義、現代化與環境(Marxism, Modernity and Environment)

從19世紀馬克思(Karl Marx)提出的政治經濟學開始，以物質主義來瞭解環境問題。重新審思環境問題的起源，一是資本主義興起，一是現代化與工業革命，或二者相關影響所致。
John Barry (1999), ‘Marxism and Ecology’, in A. Gamble, D. Marsh and T. Tant (eds.)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acmillan, London.

第3週、生態現代化(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生態現代化為當前學術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其緣起並非因環境管制，而是科學技術進步與市場機制，來提倡環保運動。
Christoff, P. 1996,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Ecological Moderniti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5, no. 3, pp. 476-500.

第4週、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德國學者Ulrich Beck提出的「風險社會」觀念，已成為當前社會問題的重要元素之一。儘管風險一辭源自於自然科學，但風險觀念已影響我們的社會型態、日常生活及人類精神層面。審慎檢視Beck所提的風險概念，以及不同學者間對於風險觀念的分析與批判，再深入研討風險的真正意涵。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chapter 1, ‘On the Logic of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Risk Distribution’, pp. 19-50.

第5週、環境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

透過社會建構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與本體論(onotlogy)，來審視自然與環境間的關係。源起於60年代的「社會建構」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環境問題，以及環境政治議題。
Demeritt David(2002),  What i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A typology and sympathetic critique Proc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6): 767–90.

第6週、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

社會運動的意涵，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環境、文化與社會問題；檢視社會運動的各個層面，可以深入瞭解社會與文化的演變過程，以及未來社會運動所具有的知識與文化意義。
Jamison, Andrew (2001), The Making of Green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3, ‘The dialectics of environmentalism’ (pp. 71-97).

第7週、社會與自然的關聯性(Experimenting with new Collectives)

透過人類與非人類間的概念界線，以及socionature、cyborg、hybrid與quasi-object等概念，研討社會與自然間的關係。同時透過Bruno Latour在Politics of Nature文中所提出有關環境與文化中的政治意涵。
Castree N,  and MacMillan, T. 2001 ‘Dissolving Dualisms: Actor-networks and the Reimagination of Nature’ in Social Natur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Noel Castree and Bruce Brau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p 208-224.

第8週、個案研討－基因改造(GM Controversy)

以風險主題出發，討論基因改造食物在歐洲所引發的社會爭議，以及文化意涵。隨著市場自由化與全球貿易的趨勢，如何因應因科技引發的社會問題。
David Winickoff, Sheila Jasanoff, Lawrence Busch, Robin Grove-White and Brian Wynne (2005) ‘Adjudicating the GM Food Wars: Science, Risk, and Democracy in World Trade Law’,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0:1 81-123.

第9週、個案研討－核能(Nuclear Power)

核能的未來一直是熱門的議題，隨著核廢料、現有設施除役、新建電廠及以氣候變遷的議題發熱，核能主題在公共政策領議中有逐漸興起的趨勢。檢視核能發展的歷史，早自50、60年代的萌起、70-80年代的環境爭議，到近期相關社會議題的交互興起，這些文化、學術以及歷史等的發展脈絡，可以發現核能未來的發展情形，當然，我們深入檢視這些內容時，可以瞭解其形成的原因，以及未來不同能源的發展，例如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等，而且重新思維核能工業的社經價值。
Grove-White, R., Kearnes, M.B., Macnaghten, P. & Wynne, B. 2006. Nuclear Futures: Assessing Public Attitudes to New Nuclear Power. Political Quarterly 77(2): 238-246.

第10週、個案研討－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

因為人類活動而產的氣候變遷議題，已經成為全球必須面對的最大且單一的環境爭議。然而就政策面向而言，氣候變遷已不單是C20的科學問題，同時反應出科學與政府之間競合重組的工作關係。由於氣候變遷議題所衍伸出的未來不確定性，讓各個國家提出適切的政策或措施，造成極大的難度，也因此，氣候變遷不單是氣候、環境科學，也是一種「政策科學」。
Simon Shackley and Brian Wynne (1995)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an emergent science-policy domai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2: 218-230

很幸運的是，參與研習的Michaelmas Term為本學年3個學期的第1個學期，所以在課程安排上為社會科學的入門課程，對個人檢視高科技議題與社會之衝突關聯性，可以重新就社會的本體及學術角度，加以深入檢視及審思，迥異於個人以往僅就「科技」單一角度來檢視核能爭議，對於研究主題確有相當豐富的收獲。
再者，授課講師亦為個人來訪前，已略知授課重點及規劃，亦接受講師建議，參加以上課程，且符合本次研究主題。除固定課程外，亦與相關學者進行以下研討活動，僅摘列如下：
1.
10月14日，與Dr. Bron S.說明研究主題，及歐洲研究計畫之成果分享
2.
10月26日，與Dr. Brian W.就核能風險評估、溝通意見交換，並接受研究方向建議
3.
11月4日，參加專題演講，講題為「英國新建電廠管制作為，Regulating the build of new nuclear power reactors」，主講者為英國HSE的NII及Environment Agency視察員。
4.
11月19日，與CSEC的4位學者就研究主題、台灣及英國核能現況，交換意見及討論。
5.
11月27日，與Dr. Noel C.就英國核能之公眾溝通主題，進行意見交換。
6.
11月30日，與Dr. Gordon就英國目前核廢料處置之風險溝通議題，進行意見交換及研究資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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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區(lake District), 位於West Cumbria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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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afield區域鳥瞰(翻攝自導覽手冊)


註：
1.
為參訪Sellafield廠區，已於10月10日由Lancaster大學老師介紹並引導赴當地參觀，目前該區域仍為英國核能工業重鎮，然廢料處置議題已因公民投票加以否決，且當地民風保守，目前已配合英國政府規劃，轉向核能相關科技之研究發展。
2.
12月原訂赴Sussex大學參訪，因行程安排及學期將結束，已與Lancaster大學老師討論，予以取消，然對於英國相關核能、核廢料之社會議題及相關研究，未來仍可透過E-Mail往來，取得不只英國、以及歐洲主要國家之研究趨勢及成果。
3.
原規劃赴East  Agenile參訪Dr. Peter就歐洲各主要國家之核廢料處置及溝通主題，進行意見交換及研討，該講師已主動提供研究成果，並因時間安排予以婉拒。
透過社會學課程及相關文獻的研討，筆者認為：儘管科學建構了所謂的「世界(world)」，但世界的組成仍然涵括了人和「非人」的兩大部分，即使我們主掌了人類、社會的這一半，但自然領域的部分，卻仍主掌了很大一部分，包括現象、事件、因果等各個面向。所以審視科技、社會問題之前，重新研究社會學者自歷史、地域及現實觀察，以及學理討論的結果，可以讓「科學家」反思：這項社會問題的成果為何？它的演變過程是什麼？有解決方法？解決的效果是什麼？這些問題都是就單純科學思維之外，我們應該審慎、再次省思的課題。
對於社會問題的討論中，並無法確切地將「界線(boundaries)」明確界定，切割出Yes/No或是非、正反的「區域(regions)」，而且區域之間有相同或相異的特性，彼此相連組成「網絡(networks)」，然而這些相同／異的特性，卻有可能通過界線，而流經各個區域以及網絡，形成「流動性(fluid)」，此流動性卻未必均勻定量。隨著各區域及網絡的變化，顯現出不同的特性，這也因此在某個社會特性消失時，該社會議題仍然存在。這種錯綜複雜也是社會議題的觀察和解決上，值得一再玩味及討論的主題。
此次研究的歷程中，筆者反複使用「核能議題」來檢視社會學者對時事、觀察、以及學理所提出的說法，則可以發現透過各個面向來解釋核能議題的社會衝突，其內涵是相當複雜的，但仍然可以自其中找出遵循的脈絡(context)。
以下，筆者則自「風險(risk)」出發，並嘗試以放射性廢棄物為討論議題，說明未來核能的公共政策走向，進而試圖減緩台灣社會的核能爭議。
貳、研究發現及成果
一、風險的概念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了「風險社會：通往另一種現代之路」(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書中「風險社會」一詞則為貝克首次提出理解現代社會的一項核心概念。貝克認為：風險社會所具有之特徵有二：一是具有不斷擴散的人為不確定性邏輯；二是導致現有社會結構、制度以及關係面向更加複雜、偶然和分裂狀態的轉變。所以，因為科技所具有不確定的特性，改變傳統階級社會的型態，現代社會的風險與以往不同，所以，「風險社會」的風險包括經濟的、政治的、生態的和技術性的，例如核能、化學、生物等風險，這些風險都是現代化的產物，也是人為的風險，這種風險也與以往的自然風險明顯不同。而其所具有的特性，補述如下：
1. 風險是人類知覺系統感覺不到的，風險的嚴重程度超出了預警檢測和事後處理的能力；
2. 風險能夠全球傳播，甚至傳給下一代，並且不分階級貧富差距；
3. 可以阻止風險原因的傳播和受害者的賠償，風險衝擊程度無法計算，並且導致保險失靈；
4. 災難性事件產生了多樣化的結果，使得用於計算風險的工具程式、常規標準都無法掌握，因為超出了現代社會的控制能力，風險的排除不再是可達成的目標；
5. 風險是理性決策信賴的，今天的風險就是昨天的理性決策。從根源上講，風險是由內而生的，伴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為，是各種社會制度(尤其是工業制度、法律制度、技術和應用科學等)正常運行的共同結果；
6. 風險是廣泛存在的，且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及後工業社會的內在特性。
對於風險的認知，顧名思義就是奠基於認知心理學，「認知」(Perception，在心理學領域或翻譯作「知覺」)會受到個人因素(如個人特質)及社會因素影響，而社會因素範圍從他人意見到廣泛的文化影響力。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開始，便有不少學者開始運用心理測驗量表的方法，來研究民眾對環境或科學風險的態度和認知，這是風險認知領域量化分析的代表。研究認知風險的其中一個策略是發展一套危害風險分類，以了解人們對不同危害的反應，其中最廣泛被應用的是心理測驗量表(psychometric paradigm)式的量化設計，這種方法在Slovic 的研究中更是極為常見，這是採用相對比較的方式，進行各種不同類別風險的比較。風險認知研究的先趨Paul Slovic致力於研究各種民眾對於環境中有害物質及科技產物的風險認知，在其早期研究中(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1982)就曾清楚指出：風險認知研究是檢視民眾各種不同意見的表達，其目的有三：1.發現民眾心目中「風險」事物的意義，以及瞭解這些認知的決定因素；2.發展更好的研究方法或理論，以探討民眾對新的危害物之反應及發展管理策略；3.發展良好的評估技術，以進一步探究民眾對於風險更複雜、更深入的意見。如果有所成效，則更可幫助政策制定者的改善，以及和民眾的溝通，預期民眾對某些政策或事件的反應，甚至可以作為民眾教育的參考。Renn (1981)在德國也曾就不同科技和環境危害風險，尤其是核能風險，開始一項大型研究，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分析人們的風險認知，包括：損失與獲益、相關性因素、估計降低風險的花費、不同特質的定位、與實際風險比較等。其結果指出人們對風險的評價與個人對風險的評價、個人對風險後果的期望、對風險掌控的可能性、風險後果的嚴重程度，以及個人的特質傾向，均有顯著關係(李姣姿, 2000)。
而Bassett, Jr. Jenkins 及Silva(1996)的研究則對美國境內內華達州貯藏放射性廢棄物的3個鄉鎮進行調查，以瞭解民眾的態度。內容包含：認知風險、放射性廢棄物及輻射知識、工作的衝擊、旅遊、住處距放射性廢棄物掩埋處的距離等因素，均加以考量，以了解這些因素是否會影響風險的認知。而Frewer 等(Frewer, Campion,Miles & Howard, 1997)則以內容分析法分析車諾比爾災變後，英國媒體對核能風險的報導，在此期間，民眾對核能風險的認知顯然增加了，而媒體的報導正足以反映民眾所關心的。研究也觀察到「risk perception rafting」現象，即整體民眾平均風險認知程度的效應大於個人，而媒體對風險的報導會衝擊到民眾對風險的認知。而在Ohnishi 與Tsujimoto(2000)的研究也指出，民眾有關科技產物的知識主要來自媒體所提供的資訊，他們對核能的認知主要來自於既存的印象以及媒體所提供的資訊，尤其負面報導的資訊比正面的更容易強烈地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因而可能扭曲了人們的印象，所以社會與學校教育及媒體適當的運用，將有助於改變民眾對核能的認知。有關核能風險的比較研究，其目的並非獲得精確的科學數據，而是在評估社會的意見與核能安全決策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不同的國家，調查的過程與方式不一定相同，只需針對相同的問題作分析，將所得結果相互比較(Kasperson & Kasperson,1987)。因此將不同國家的研究成果做比較，將有助於了不同文化背景民眾的認知差異，並可當作政策調整的參考(李姣姿, 2000)。
承接以上內容，筆者大致說明風險內容及其概念，而本文主題－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置問題，其本身所具的風險概念應屬十分明確，以下筆者則針對此主題，再予以說明。
二、放射性廢棄物的社會議題特性
回到本文主題，放射性廢棄物是核能工業的副產品，而它所包含的物質通常被視為無法再商業利用，而必須加以妥善處置。通常依照廢棄物所含輻射量的高低，加以區分及區隔處置的方法。而依照放射性衰減的特性，處置的時間由幾分鐘或數天，一直到幾百年之久都有。當然所有應用核能技術的國家都設置了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計畫及制度，我國亦不例外，而這些作為及計畫都必須符合環境保護的要求，並能確保放射性物質不會被釋放到天然環境。
按現行法規命令以及政府的施政方式，目前國內的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結果，仍取決於公民意見。其中一部分原因可以追溯自車諾比爾事故的發生，民眾仍然將核能所造成的恐怖傷害，與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相連結。儘管放射性廢棄物只是核能工業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它所卻象徵著核能工業的成長，以及民眾對廢棄物本身所具有污染環境的負面印象。
放射性廢棄物複雜的處置技術及程序、必須儲放上千年的時間、以及封裝與嚴格監督的環境，在在都給予外界重度污染，以及不安全的印象。同時，在一般社會大眾的眼光中，放射性廢棄物長達數百年以上的處置時間，都被視為「債留子孫」的嚴重危害，儘管放射性廢棄物的短期或最終處置，在安全的環境下，靜待放射性衰變，以符合環境的要求時，人們認為放射性廢棄物的毒性長久不變，仍與化學廢棄物更具威脅性。
所以，處理放射性廢棄物的公眾議題，不單集中在處置技術上，也包括政府、專業部門與民眾間的互信，以及充分的溝通工作上。從民眾關切的問題，也可以探知廢棄物議題的重點。
1.
技術部分：廢棄物的種類及處置方式為何？處置及相關技術是否能夠保證永遠不會危害環境？
2.社會－經濟部分：廢棄物處置場址，是否造成當地社會及經濟的負面影響？
3.公民道德部分：目前所應用的處置技術，是否會讓廢棄物變成下一代的沈重負擔？
普世的原則是：more familiar a subject becomes, the better it is understood。然而在放射性廢棄物的議題上，似乎不是如此。這是因為大部分的民眾並無法全然信任核能專業或權威部門的解釋。其中有一部分，則是對於「長期(long term)」的定義，有所分歧。民眾大多認定「這一代的責任，並不能讓下一代承擔」，這也是放射性廢棄物無法見容於當前社會的一大主因。而長時間的安全監督工作，也讓民眾擔心無法有效達成，所以管理單位必須將安全管制的做法及原則，有效傳達給民眾。
然而民眾對於放射性廢棄物議題，最為擔心的主題在於「選址(siting)」。因為民眾擔心：廢棄物處置場址的選定將造成所在地喪失觀光吸引力、地價下跌、所在地物產及競爭力將隨之下跌，導致人力與觀光資源的大量流失。所以，面對這些問題，唯有在選址之前，公開讓政府及相關部門，與民眾公開辯論，形成充分的溝通對話，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
近年來，世界各國與民眾溝通的經驗得知，建立互信與維繫當地民眾的管道，是影響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的重要關鍵之一。而針對場址選定的溝通活動而言，則應該建立法制化、制度化的運作模式，在此模式下，透過合法的程序，與不同的利益團體或群眾進行溝通，並且記錄所有活動內容及成果。而這些活動依照國情的不同，有使用公民會議或公聽會的方式，然其主要目的則在於提供公開的場合，進行意見交換。儘管選擇不同的公民諮詢模式，然而最後的政策決定，仍應取決於民意。以下的思考層次，則可以提供民眾諮詢的參考：在政策決定之前，應先進行民眾諮詢，然而不需對此部分設定重要性；民眾諮詢可以影響決定；對於政策決定內容，民眾協議的結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綜合以上內容，國內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問題亦有相同之處，已非單純性的技術議，除了加強「公眾溝通」這一塊，而台電公司面臨時程壓力，也已著手委託專業公關公司，於適當時機在各可能處置場址所在地公開進行全面性宣導溝通，包括各式平面、電子媒體及公民論壇等。而台電公司並將以促進地方繁榮之地方回饋整體規劃為藍本，用以地方進行普及性宣導，以爭取地方民眾的支持。
然而，從以上的內容及國內情勢，亦可得知放射性廢棄物本身所具有極高的「鄰避(Not-in-my-backyard，或簡稱NIMBY)」或不受地方歡迎的土地利用方式(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或簡稱LULUs)特性，不論國際內外或操作經驗顯示，均遭受到地方居民的激勵反對，自然在場址選定的過程中，受到相當大的阻礙。以下謹先就此部分，整理相關主題討論，簡述如下：
1.
利益分配的失衡：
鄰避設施具有高度成本或利益集中化的特點，即設施一旦興建，將使少數政策關係人(stakeholders)負擔絕大部份之成本，而利益則為多數人分享。因成本負擔陣營的組成份子較單純，但利益涉入程度卻較深，並且其相對剝奪感較高，故根據奧爾森(Olson, 1965)的集體行動的邏輯，這群成本負擔者，將會有較強的動機，較高的組織能量來杯葛該項設施。此時，要克服這些異議團體的持續杯葛，必然相當不容易。
2.高度的群眾動員：鄰避抗爭因為地緣關係，其動員遠比其他社會運動強。除了上述具體利益的驅使及受害者意識而有更強的參與動機，地方民眾身為成本負擔者容易透過地方既有的社會網絡來進行動員。相對於其他社會運動，這類動員有較強的社會壓力，對不參與抗爭的鄉親(free-rider)，有相當程度的制裁力。在這樣的壓力下，更容易將議題激化，而導致衝突的升高與極端化。
3.
跨域治理的高度需求：鄰避衝突往往涉及跨領域的汙染威脅，有效的管理層級可能不在特定的地方政府，而風險分配以及補償利益所牽涉的利益團體亦可能不限於地方性草根團體，可能還有全國性的環保組織，因此有效的衝突管理，常常需要跨越不同的行政區，也需要政府間垂直與水平的合作。
4.
政治操弄：鄰避設施也因為涉及高風險性與不確定性，使衝突的協調更為棘手。許多鄰避抗爭的對象是涉及化學污染或核輻射的威脅，因為這類環境威脅涉及機率估算的問題，公害與該設施的科學因果的不確性，及各種傳播因素可能造成民眾對相同的條件有著不同的風險的評估。這些不確定的成分容易被政治人物操弄以追求自身利益(如勝選)，隨著資訊壟斷、證據曲解、謠言叢生導致協商與談判過程變數與困難度大增。
5.資訊的不對稱：若把協商過程比擬成一種交易，而協商的目的則是達成交易，則該交易容易因資訊不對稱的問題導致失敗。掌握知識的一方通常容易在交易中取得優勢。但如果有任何一方認為資訊被不公平地掌控在對方手上，則會傾向於退出交易。因此，資訊流通與交換更是塑造良好的協商情境與互信基礎，進而增加兩造協議達成的重要元素。如何在資訊的掌控及釋出間作精準的拿捏，以謀取有力的談判地位，同時營造互信互利的協商氣氛，成為鄰避衝突中兩難的課題。
6.
高風險導致補償機制失效：風險在經濟學的概念裡，是「發生機率」與「後果嚴重性」的乘積。除了前述發生機率的判定往往因為政治操弄而缺乏共識外，當鄰避設施的後果涉及生命安全及健康的議題時，由於生命無價，一般民眾多半不願意拿自己的健康來換取財務上的報酬，因此選址協商中以補償金為談判籌碼這類有力工具常常失靈。同時，後果的嚴重性也往往不是精準理性的科學概念，而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對於未知的情境，社會成員會透過蒐集訊息、傳遞並詮釋訊息(同時因為不精確及缺乏根據的詮釋而造成謠言的散佈)等過程，來定義該情境，並透過意見領導者的權威性意見來為該想像的情境定調。此間，地方政治菁英因為具有綿密的社會網絡以及長期被地方民眾信賴的領導地位，或許還加上操控媒體的能力，遂成為建構該設施後果意象的關鍵人物。這些菁英的態度雖然可能也有意識型態的成分，但主要還是以實質利益為主，因此地方政治菁英之間的利益分配是否能夠彼此滿意的結果，影響地方民眾對於設施的接受度至深。
7.
環境正義與分配風險：鄰避設施也常不乏以意識型態為動員能量的環保團體，如國內外長期反對核電設施、倡導非核家園的反核團體。這些團體的主要訴求是環境風險與成本在社會成員間與不同世代間的分配正義問題。如前所述，鄰避設施最重要的工具往往是補償。設置者為求降低成本，必然會尋求「最低抗拒」(least resistance)的選址策略，亦即，對於越偏遠窮困的社區，同樣的財務補償對其產生的邊際效用越大，因此誘惑力越大，越容易接受該設施，因此被選中，最後造成這些原本已經窮困的地方，還要擔負更高的風險。此外，許多鄰避設施有成本/利益在不同世代間的分配效果，如核電設施在這個世代產生經濟效益，但其場址被(永久)污染後，造成日後世代無法利用該土地資源的成本。然而，日後世代在現今政治體系中並沒有足夠的利益代表管道(如投票權或立法的代言者)，因此這樣的成本轉嫁可被視為不正義的政策行徑。許多環保團體因此以這些政策弱勢者的利益代表自居，杯葛選址的行動。
8.
民主體制的困境：除了上述各國都會面臨的選址障礙，我國還因為正值政治民主發展尚未成熟的階段而有獨特的困境：首先是市民與政府之間缺乏互信的機制。威權體制下的政府通常不必太重視政府的可信賴度(credibility)，不信守承諾的執政者並不一定會受到人民的制裁，尚未具備權利意識的人民對於政府施政的要求也不高。但人民被民主化啟蒙之後，政府與官僚體制的改革步調往往未敷民眾所望，導致抗爭事件層出不窮，民眾對於政府的承諾不敢驟信。這樣的信賴真空狀態對於在面臨鄰避協商時影響特別深刻：民眾無法信任設施設置者會履行其承諾，也不敢相信政府擔保的作用，協商破裂似為必然的結果。其次，在鄰避選址中涉及的爭議，往往源於各自生產或解讀資訊，因此，具備公信力與權威性的資訊來源成為化解爭端的必要條件。而我國所經歷的民主化過程中，不論是政府的技術部門，還是學術單位，都常因為涉入政治紛爭而減損其公信力，無法發揮功能。而西方國家常在此間扮演重要角色的民間團體與第三部門機構，則常因為反對立場過於鮮明以及專業能力不足，而尚未培養出民眾對其之信賴感。
重新檢視以上國內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及核能議題之風險現況，筆者分別以赴英國Sellafield當地政經背景、以及歐盟STAGE計畫之研究結果，再分別討論。
三、Sellafield本地核能情結
(一)前言
筆者於參加本次專題研究計畫前，即規劃以英國西北部West Cumbria地區內的Sellafield核能重鎮為研究重點之一，其理由在於當地為英國最早發展核能工業，並沿續至今的一個工業區域，然而再深入檢視此地區的人文地理環境等背景資料時，會發現相當於我們傳統農漁牧鄉村的小鎮，在接受核工業的進駐之後，對於所謂「高科技、不確定性、不安全」的核能主題，表現出來的卻是「出乎意料」的信任與忠誠，即使當地出現大小不斷的核能公安事件(包括1957年Windscale大火)，這與台灣本地對於「核能」－避之唯恐不及、以及高度排除的態度，筆者認為如果能夠深入探索其中民眾對於環境的感受或意涵，應該能夠獲得所謂「核能鄰避情結」的紓解答案。然而，筆者經過文獻蒐集，以及與Lancaster大學學者的討論之後，發現其中民眾對於環境意識的表達，並非如學者或技術專家所預期的「線性、一致性、或單一性」，所以，自然可以推估的是民眾對於社會議題，特別蘊涵了高科技主題的項目，其間的民眾意識似乎更顯得錯綜且複雜，對於未來公共溝通及教育的工作，則應更開闊、更廣泛地來探討。
以下則先就Sellafield地區，就其地理、環境、政經文化等背景，以及核能工業在其中發展的簡要過程，作一介紹，這段內容，與後段民眾對於核能工業的意識結構，有其相當程度的關連。
(二)Sellafield簡介
位於West Cumbria的Sellafield地區，自1947年英國Atomic Energy Authority宣布在此進行核物料生產、製造等高科技大型的產業進駐後，這個位於英國北方偏遠、且屬工商業未開發的區域，便產生了極大的社會變化。在深[image: image5.png]Long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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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這個地區域於「核工業」所造成的影響分析之前，我們先檢視這個地區在環境、文化、政經等背景上，如何隨著時代的演進而變化。由於West Cumbria位於英國北部，臨近海邊，而內陸與英國本土隔著自然保護區「湖區(Lake District)」，從以前迄今，這個地區一直以農漁牧業為主，就以1981年時英國的經貿統計，其中Allerdale為全英第5位、Copeland為全英第8位農業生產總量，可見其農業經濟地位，然而隨著英國各地工商業的逐漸興起，以往以農漁牧的經濟力量，漸如日暮般下降。就她的工業發展而言，大致分成以下幾個時期來說明：
1600-1900年
在Maryport、Workington及Whitehaven三個城鎮來說，其豐富的煤及鐵礦藏，造就了當地的經濟環境以及人口大量移入，同時也因為礦產的進出口，間接造就了此地的造船業，根據當時的統計，自18至19世紀期間，此地的人口成長數近4倍。
1900-1960年
然而隨著礦藏的日漸開採而減少，儘管當地的人口數維持，但也因此讓當地的失業率驟升至45%，這個現象對於West Cumbria當地造成極大的影響，同時也因為受到整體經濟的影響，失業率的陰影一直影響著這個地區。然而在英國Atomic Energy Authority在1947年宣在開始當時的Windscale Works公司在當地設立核物料工廠後，保持估計所需勞工人數為5,000人，而相關專業技術人員，包括建築師、工程師、以及技術顧問等約2,300人，Windscale Works的進駐當地，不僅解決失業問題，同時也引入所謂「高科技、高收入」的核能工業，這個影響在1949-50年間，第一批次的核物料進入之後，便持續影響了20年之久。
1960-1990年間
在1964年Windscale Works設立了第二座再處理工廠。1971年時，英國Atomic Energy Authority將原有的Production Group與Radiochemicals Centre分成2個獨立的公司，分別為BNFL及The Radiochemical Centre Ltd(TRC，後來更名為Amersham Internatioal)。接下來，為了擴大處理來自全英國的核物料及相關產業需要，BNFL規劃設立的THORP(Thermal Oxide Reprocessing Plant)也在1980年間著手動工，一直到1992年底完工，該廠估計吸引7,600位勞力人口的進入，其中包含了當地住民約3,430人。
1992年迄今
在1992年底，約有5,270人受雇於BNFL的THORP工廠內，儘管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但在THORP內仍有1,200位固定成員，以及其它工作於Sellalfield廠區的890位固定員工。
(三)Sellafield的政經背景
由以上的簡介，大致可以瞭解West Cumbria地區中，特別是Sellafield地區對於核工業的進入，以及自我政經背景之間的交互影響，就筆者的研究整理，可以概略取得以下重點：
1.
高失業率的影響：
高失業率一直影響著West Cumbria沿海地區，由於當地經濟條件的改變，以1992年10月的統計，WHitehaven及Workington地區的失業率分別為9.7%及13.6%，而當時的研究調查，預估至1993年底時，Whitehaven、Workington及Baroow等3個地區的失業率為16.5%、17.7%及15.4%，這個數字則遠高於英國西北部的12.3%以及全英國平均失業率的11.5%。由於失業時間越長，對於生活的影響更形劇烈，而居住於鄉村的民眾生活更較都市民眾的影響，更為險峻。再透過時間的推演，即使當地住民的人數不變的情況下，由於年齡的增長，對於工作的需求與日俱增，失業率所造成的問題則更形嚴重。相對於BNFL在當地擴張核工業的規模，以THORP的一個生產線，增加200人的勞動力的規模而言，對於當地的失業率及經濟影響，確有其一定的影響程度。
2.過度依賴製造業：
就之前West Cumbria的政經背景描述內容中，可以知道當地對於製造業的依賴程度，以Allerdale在製造業任職27.8%的人口比率，相較於全英國平圴24%的就業人口來說，這個地區對於製造業的依賴程度，可想而知。
3.
地區邊緣化：
以West Cumbria中的Whitehaven、Workington及Barrow來說，相較於英國其它地區是相當地偏遠及隔離的。距離倫敦330哩的路程、自巴黎或布魯塞爾平均6小時的飛行時間來看，這個偏遠的地區不但遠離了重要的工商市場，同時也遠離了中央政府以及各工業產業對於地方的支援，這樣的情況不單影響當地的經濟條件，同時也造就了核工業在當地發展特殊情境。
4.
缺乏內需：
由於環境的變遷，各種工商產業離開Cumbria地區，相對缺乏經濟的支援下，許多地方的教育、衛生、環境等亦無法取得有效的支援，除了生活水準的下降，同時也對於經濟條件產生了重大影響。相對的，透過BNFL本身對於地方發展的資助，當地取得不同於英國其它地區的特殊資源，對於地方發展及人文關係，自然有其不可脫離的連結。
5.
BNFL單一獨占產業：
BNFL一直主掌了West Cumbria當地的經濟命脈，以Alerdale Borough地方議會在1992年的統計，Sellafield是West Cumbria人民最主要的勞力集中地，約有20%的就業人口在Sellafield廠工作；而Copeland的33%的勞動人口包含有Sellafield的21%，以及BNFL工廠內。同時，BNFL對於當地的地方建設，也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項經濟來源，不論是地方政府或民眾的經濟命脈，可以說都掌握在BNFL手中。
6.
資源缺乏：
經濟衰退的衝擊始終存在於West Cumbria地區之中，然而對於傳統農漁牧，以及製造產業的變遷，以及政經環境的變化，也對當地造成影響；例如在1990年時，Allerdale地區統計失業率即1985年的22%，銳減至1990年的8%。另外，本地區原本仰賴的天然資源，由於逐漸的缺乏，再加上偏遠隔離的地理環境，讓原本經濟條件已處弱勢的West Cumbria地區，對於BNFL等核能產業的進駐，在內在以及外在的交互衝擊下，自然有別於英國其它地區不同的民眾意識。
7.
檢視當地的政經背景後，如果Sellafield當地的政經環境一直維持不變，我們自然可以假設：當地住民對於核能工業或相關產業民意趨勢，甚或對於核能的風險認知是一致的，然而，在1957年Windscale大火以及大小不斷的事件發生後，以及社會環境的演變，這種假設自然不復存在。筆者試著透過社會學者的研究團隊對於當地居民所進行的公民會議方式，來找尋當地民眾對於核能工業的真實認知，來說明風險的認知，是否如一般專家所假設單一且線性的內容。
(四)公民諮詢的研究結果
1992年初，透過West Cumbria地方政府委託Lancaster大學社會學院所進行的公民會議研究，其研究背景緣起於BNFL將於當地設置新的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該公司於前置作業時，發現量化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高達79%的當地居民信任未來場址的安全性，相較於英國其他地區的高度不信任程度，致使地方政府想要深入探討：本地民眾對於此類鄰避設施產生地方生態的影響，於是規劃透過相關領域的學者諮詢活動，來獲得當地民眾對於以往核能工業、以及BNFL即將設置核廢料處置場等議題的觀感。在該研究團隊於1992年3月間進行　場的公民會議後，主要的研究發現：
1. 在20世紀期間，West Cumbria遭遇政經困境的背景，同時仰賴單一工業的經濟依賴性，所以Sellafiled本地住民對於公共議題的態度，必須將前述的時空背景因素，納入考量。
2. 正視BNFL在Sellafield當地主要的經濟支柱角色，並對當地帶來極具影響力的經濟助力－大量的工作機會、提供當地財務支助，以及地方發展等，核能工業主掌當地經濟的現象，以對當地已經產生相當的「依賴症候群(dependency syndrome)」。也因此核能工業在當地的形象，讓當地民眾對於Sellafield本身營運以及安全的質疑，也相對地被「隱埋」了。
3. 一般正規的民意調查，對於此類已經存在「經濟依賴」的複雜背景時，並無法成功地獲得明確的民眾意向(其中一者為「漠視」)。諸如此類「核能議題」的複雜民意，則必須除了一般的調查認知外，更應以開放、交叉諮詢的各種方式，來找出真實的民意。而這種焦點團體的研究方式更能清楚地說明：民眾對於公共議題是真正的支持、贊成、反對、或漠視。
4. 就Sellafield的研究結果發現：當地民眾對於核工廠的營運或安全情形，有極大的冷漠態度。也因此在官方的聲明中，所謂的遠超過平均值的支持程度，可能來自於BNFL主掌當地經濟的角色造成，同時對於核工業所帶來的風險觀念，也因為經濟現實而被壓抑或漠視。
5. 當地民眾對於Sellafield發生安全意外時－資訊的不完整與延遲，有極大的不滿。而這樣的狀況，是會加強民眾對於BNFL營運安全的不信任，然而其程度則應再評估。
6. 「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是當地唯一且最有力的BNFL安全「管制者」，當然，這樣的結果，也突顯了一般民眾對於「官方」管制機構所具有的管制能力和形象的不信任。
7. 一般民眾對於某項工業或新科技的風險、不確定性等，是以較該工業或官方管制機構更「實際」的角度去看待，也因此官方管制單位以科技的複雜性、管制科技的深度來填塞民眾，反而逐漸摧毀民眾對於管制單位的信任；也因此民眾所產生的抗拒、不信任是可以預見的。而隨著時代的演進，管制機構已提升至國家層級的作業程度，應加強與民眾的溝通及認識，以減緩民眾負面的觀感。
8. 民眾的「風險」認知已超過傳統唯一的「科技風險」，因為傳統的科技風險概念並未充分將社會層面(經濟、文化、社群等)納入考量，也因此對於複雜的公共議題，常無法完整建構民眾的真實意向，甚至發生政策誤導。
9. 在民眾諮詢的過程中，完全仰賴核能工業維生的民眾，對於完全仰賴該項工業的經濟支援，表現出極大的信任及支持意向，相對於並不以核能工業維生的其它當地民眾，沒有經濟依賴性的考量(或可自由移出當地謀生者，例如當地教員、公部門官員等)，仍然可能無法充分瞭解他們是否真實支持核能的意見，其原因可能來自於事不關己、或可自由離開該區域的放任意志，公私部門所執行的民意諮詢活動，極可能沒有真實反映他們對核能的意見。
10. West Cumbria因為自Sellafield開始，逐漸壯大的當地核能工業已經成為當地的經濟支柱，也因此外界眼光對於West Cumbria是帶有「污名」、「落後」的負面形象，再加上即將於當地規劃的廢料貯存場，是貯置包含其他國家的廢料在內，這種「垃圾筒(bin)」的污名更加深了當地住民對於核能工業的反彈，然而這種心理現象，是否能充分顯現於一般民意調查之中，則有待商榷。
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可以想見：當地住民對於長期被忽視，而嚴重缺乏地方的基礎建設(包括交通、休閑、高等教育設施等)的情形，有極大且長期的不滿，然而核能工業提供地方很大的經濟援助及地方建設，也補償民眾對於前述不滿的情形。然而，對於公共議題的焦慮與資訊不對等，本地社區中存在著不同型式的社會資訊網絡與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意見態度。
當然，筆者透過以上研究結果的發現，也在某個程度上呼應了社會學者對於「風險」議題本身所提出的複雜性，甚至純然科學主題的說明、量化民意的調查，可能無法充分顯現民眾對於科技議題本身的真實全貌。
在Sellafield的研究活動中，透過民意諮詢的對話方式，或者在其它社會事件的過程中，透過量化的民意調查方式，可以找出民眾對於特定風險議題的意向，然而，對於政府施政的方向調整，民意的取得方式，除了以上所提，近年「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各項作業型式，來分析取得真實的民意，然而，除了「按表操課」外，是否真實能夠取得對於政策有利的「民意」呢？以下則再以歐洲的STAGE研究案例，來說明公部門在針對科技議題與民眾溝通時，可能出現的失能結果。
四、Stage計畫溝通建議
(一)前言
如果從英國政府本身針對民眾對科學議題(例如核能、新科技等)的溝通研究來說，早自1990年相關研究領域即著手於「民眾對科學的認知(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主題，同時研究結論也說明了：應該加強科學、政府、與更廣大民眾之間對於開放(open)、透明度(transparency)，以及重新建立信任關係(trust)上，再加著力。對於科學話題與民眾之間所產生的緊張關係，在此，筆者引用布萊爾(Tony Blair)首相在2002年針對劍橋大學即將設立神經學研究中心時，對英國皇家學會(British Royal Society)
以「科學爭議(Science matters)」為題，發表演說的一段文字：「我們不能因為重要的工作遭受爭議而加以扼殺，所以，我們適切地與民眾對話，我們必須重新建立與民眾的信心與信賴，讓民眾相信科技將帶來改變的新契機，同時也帶來新的解決方案。(筆者中譯)」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對話並未必能帶來民眾的信心，而彈性的對話方式，也未必能提升更多的民眾對新科技的信賴程度。對於傳統「對話造就信任」的因果關係，必須重新思維，因為對話的本身，必須結合不同的因素於其中，包括效益、合理性、利益關係等。
「新政府」的管理方式，著重於課責(accountability)、透明化、跨部門連結、更廣泛的政策討論以強化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學者所批判的「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即指一般民眾對於科學的認知，充分反應其對於科學的漠視，以及一般知識教育的欠缺)。
自90年代開始，民眾對於政府所推動的科技議題，逐漸浮現出溝通上的危機。其中，這些危機是政府承認：科技進步和環境變遷下必然的產物，但對於民眾而言，民眾並不容易感受到這些科技上，以及環境的變化，而且在某些議題上並具有地域、或特定性，例如核能發電、環境危害、職場安全等，特別是對於消費科技，攸關於民生議題者，則更具衝突，例如狂牛症(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簡稱BSE)。
回到1990年英國農業部發現這個問題時，對於民眾的恐慌和焦慮(可能結合對政府當局的不信任，以及大規模民眾的反應而引發的恐懼)，仍以傳統的思維來面對這項不同於以往的風險事件。儘管有科學証據顯示：英國牛肉是否對人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具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政府相關單位仍堅持這些食品風險，是相當的低微，而且透過各種管道來宣傳：英國牛肉仍然可以安全食用。其間，在世界各大媒體前，英國部長將牛肉漢堡餵食自己的女兒的畫面，儘管可視此為媒體操作的一個方式，但同時也是個人形象的操作方法；其間的利弊得失，自可自之後的媒體反應來省察。
Eating British beef is completely saf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ny threat to human health caused by this animal health problem(BSE)...This is the view of independent British and European scientists and not just the meat industry … This view has been endor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Times, May 18, 1990)

以上這篇報導聲明中具有相當的誠懇，但亦包含了可能將這種動物疾病所引發的健康風險，傳遞至人體的高度不確定性。所以在1988年的MAFF備忘錄中：
We do not know where this disease came from, we do not know how it is spread and we do not know whether it can be passed to humans …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people can be affected but we cannot say there is no risk.(Phillips, para 229)

在很多科技風險的議題上，科學家和政府常將非確定且無法量化的風險(indeterminate & unquantifiable risk)等同於零風險(zero-risk)。而Collins 與Pinch(1993)亦指出：「distance lends enchantment」傳統的科技議題，所謂科學証據的闡述，「沒有証據, absence of evidence」也不同等於「找不到証據, evidence of absence」。再者，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常將這種模糊、太多假設、過度抽象的科技議題(unknown unknowns)，加以否決(Grove-White, 2001)。但面對政策的執行，政府能否對於具高度不確定性的議題，作出明確的決策執行呢？特別是牽涉大規模的商業禁止活動，例如牛肉禁運，因而引發經濟的劇烈影響。在此引用Phillips後續的報導內容：
The Government did not lie to the public about BSE. It believed that the risks posed by BSE to humans were remote. The Government was pre-occupied with preventing an alarmist over-reaction to BSE because it believed that the risk was remote. It is now clear that this campaign of re-assurance was a mistake. When on 20 March, 1996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BSE had probably transmitted to humans, the public felt that they had been betraye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pronouncements about risk was a further casualty of BSE.(Phillips et al., 2000, Volume 1, section 1)

這篇文章的重點，即在於「un-warranted re-assurance」雖然說明了政府部門的「某一種誠實」，然而後來的政策宣傳反覆，則嚴重影響了民眾對於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對於公部門的「開誠佈公」，在做法上，則應該有更深一層的思維。
如果考慮核能發電的公眾資訊、職場污染的管控、食品安全等議題，這種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內涵時，英國政府在BSE事件中所表現的，則是認為「不確定性」向大眾承認公開的話，則會混淆一般民眾，同時認為只有「專家」才能在「合理」的情境下，接受「事實」。而且，專家証據之所以常被列為「機密」，其一般認為公開其內容，將引來不可收拾的反應。所以將一般民眾區隔在政府的部分決策之外，並隱藏在專家的身上，似乎是一種完善且合理的邏輯思維。
但自1990年後期，科技議題的公共治理已轉變為更開放、更透明化、承認科技的不確定性，以及加強民眾溝通的趨勢；其中包括一系列英國的官方報告(RCEP, 1998; DTI, 2000; RS/RAE, 2004; Irwin, 2006)。在2000年時，英國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Science & Technolog更指出：執政者除非接受民眾對於科學議題的態度和價值，尊重並衡量科技及其它因素間的影響，否則將無法贏得民眾對該項政策的支持(House of Lords, 2000:6)。
對於科技議題的民眾溝通作法，大約自1997年開始，後來在2000年，以及2005年再次修正相關的作法原則，而這項原則是是由英國政府Chief Scientific  Adviser所提出，其重點是：在政府發布相關的公文書時，必須取得「最佳資料來源(特別是存在科技不確定性時)」，以及找到作業建議的所有項目。這也強調了：在這個作業準則執行的同時，必須完全公開以及透明化，並且作業的成員必須包括：一般民眾所組成的諮詢團體、消費團體，以及「利害關係人」(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0)。
回到BSE的爭議上，在對於所謂的「公開」，並非政府原先設想的公開說明和民眾對話，而是應該在問題發生、以及未來行動建議前，應該公開地向民眾「取經」，而不是單純地由政府就議題的本身來思維(Irwin, 2006)。簡而言之，就BSE事件來說，應該對於過去的事件經驗，以及未來行動上，發掘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清單必須包括更大、更開放的對話方式和問答成員，同時也應該加入更多相關的公部門。至此，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政策的公開性」是自2000年開始便十分重要了。
但要如何才能做到布萊爾首相所提到的「適切地與民眾對話(robust, engaging dialogue)」，抑或如何採公開的對話，做到適應於對話的雙方呢？對於科技議題的不確定性，必須承認它的存在，並將置入對話的重心之一。在此建議摘要如下的問題方式，來加以說明：
1. How compatible are dialogue-based approaches with conventional forms of scientific governance?

2. How are notions of scientific dialogue and citizenship framed within the practices of governance?

3. How should we conceptualise and define the current state of scientific governance?

接下來則利用歐盟中所執行的STAGE(Science,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in Europe，簡稱STAGE)研究計畫
，來詳細說明。
(二)STAGE計畫成果

STAGE計畫是針對歐盟8個國家中26科技政策治理案例，所進行的一項整合研究計畫，而這項計畫所研究的領域包括以下3個部分：資訊與通訊科技、生物科技，以及環境議題。儘管研究本身著重於政策開始前的公開、透明化對話，以及分析「新公共治理」模式的實踐結果，同時對於市場運作、專家治理等議題，亦有相關的分析結果。
當然，STAGE計畫仍可以發現在8個歐盟國家中有著極大的文化以及政經背景的差異，自然無法以單一的政策模型來說明各個國家的科技治理情形；以英國為例，在政策分析，則較少有民眾諮詢的活動，甚至對於民意有所忽略的情形。儘管如此，STAGE計畫仍針對歐洲國家中科技治理上，提出多項相同且俱共通性的研究結論(Hagendijk et al., 2005; Hagendijk and Irwin, 2006)。以下則針對STAGE計畫所提出的10項研究發現，進行概略說明：
1. 首先，越來越多國家將民眾溝通工作，視為一項決策的重要工作。但是其執行的時間點卻是在下決策的後期，這意謂著執政者在「適當時機－有利於政策規劃作」才發動民眾溝通活動。儘管依循著由傳統公共治理轉換至「良善治理」的法則－效能、合理的公共治理，然而，這裡所做的公共治理，以及民眾溝通工作，仍被視做政策決策的單獨工作，而非政策過程中，核心規劃工作的項目之一。
2. STAGE研究建議在公眾諮詢和主流政策之間，仍然保留相當的「距離(insulation)」，即使公民對話即將被推動的當下。政策過程仍依循自己既定的道路前進，一如傳統認定的「sound science」，也就是所謂科技引領經濟成長(science-led economic growth)的政策，則仍可能不會受到民意的影響。所以STAGE計畫總結相對於科技發展的基礎建議，仍與非典型的議題討論保持相當的距離。
3. 歐洲各國所進行的政策辯論型式，通常多由一小群官員、組織及相關領域的專家所組成。傳統進行公民對話的活動，多經過組織化的安排、清楚的議題界定、並依照已選定的專家和特定利害關係人之建議，來加以規劃。然而，真實的民主審議機制應該是不規則、開放、並且脫離既定科技主題，包括認同、授權及全球化等議題。這樣才可以跳脫政府官員和專家，以及特定利害關係的框架，並使得公民對話的產出更為多元。
4. 公民諮詢的活動經常被責為浪費時間，且淪為「偏頗」。確實如此開放及公開的民眾諮詢，對於政府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而且經常引發爭端或政治風暴。如果公部門嘗試將這種民眾爭論，隔離於預設的政策議題之外，則未來應該將民眾諮詢活動視之為合理，即使有時候可能造成攻詰。再者，我們可以認識不同於以往的政治表述方式，包括爭議、開放、或共識。
5. 歐洲各國似乎普遍認定：對話和開放是建立共識的途徑之一。然而，STAGE計畫的研究成果卻相當負面：越多的政策辯論，引發更多的討論議題(因此造成更多的討論的發生)。簡而言之，所謂「共識(類似信任的概念)」則需要更多的建立和界定。我們可能疑問：共識很重要嗎？它的確切意義是什麼？我們更可以覺察：公民對話並不等同於「修正」對政府的「信任問題」(部分學者仍深不疑)，而且更能激政策利益的爭論，以及民眾諮詢活動真實企圖為何。
6. 民主審議的治理方式，不單對政府、科研組織和工商業都是一項挑戰，對於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簡稱NGOs)亦同。非政府組織經常自詡為民眾發聲，將自己視為「公共利益團體」。然而公民諮詢和更開放的治理過程，則可能破壞以上的聲明。不論是各類組織的派系，公民諮詢的活動結果，對於各政黨或團體都可能有所危機。
7. 更廣泛、深入的政策辯論則仍未出現於歐洲各國之中。較常見的是問卷、焦點團體以及共識會議，這些特定的公民諮詢項目，則仍未充分納入公共治理之中。展望未來，對於政策治理的更進一步，應該是：一般民眾加入政策諮詢團體之中，公開政策會議，引入更多社會團體於政策諮詢的過程之中，如此才能影響更高層次的政策作業，這樣的聲音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思維，畢竟在這個開放的時代，有誰能反對對話、開放，建立信任和民意呢？
8. 在民意諮詢和政策之間，有一項重要的議題，便是如何看待管理科技証據。在STAGE研究中，大部分的國家都傾向於將「科學」和「民眾」分開，更準確地說：將公民諮詢限定在預設的「倫理和價值(ethics and values)」。如果我們視公民諮詢的最大優點之一，是對於政策提供更佳的解答時，那這項假說則已經被上述的作法給限制了。
9. STAGE計畫特別找出可以被視為決策的「正常交易關係(arm's length)」。再次強調前述被政策決策過程所隔絕在外的公民諮詢活動，而民眾討論或公開對話則被政府視為「有相當效果」。在歐洲各國間已對此說法存疑，因為一般公部門都視公眾諮詢活動是支持政策本身的一環。然而特別針對科技議題的公民對話，以上的認知則更顯得不成熟且不切實際。一如之前所提到的，政府部門應對公民諮詢活動，小心為之。
10. STAGE的研究案例在全球創新脈絡、及追求經濟競爭力的同時，引發國土自治權的爭議。一般而言，所謂的公民對話和諮詢，必然指的是自己國內的議題討論，然而，基因改造食物、幹細胞、或奈米科技等議題，已涉及更重要的國際協議和共同巿場運作。面對全球化的議題，如果單一國家無法充分管理時，則可能讓對話本身，與現代科技的全球趨勢之間，產生嚴重的脫節。
以上的研究結論，並不能廣泛且充分地反應STAGE計畫中全部的26個案例的全貌。然而這些結論也突顯了民主審議在實際作為上，確實受到了限制，以避免民眾的反彈，或者用以「調整」民眾的共識情形，以便將來的科技議題需要。
五、風險溝通研究結論
以上筆者則以Sellafield公眾諮詢結果，以及STAGE計畫所得到研究結論，進行概要性的說明。以下則再透過公共治理學問，以及綜合國內外筆者觀察結果，整理敘述如下：

(一)公共政策的理性
公共政策問題一向複雜且多元，同時影響到個人及團體的利益，因此，政府通常將這些問題訴諸於「制度化」的政治過程(typical political process)，例如消防隊和警察的合併，因為這樣的合併是否適合，會發生什麼問題，無法預料，而過度簡化(oversimplify)的結果，將產生以下的問題：
1. 簡化的結果可能只滿足某一利益團體，但卻無法滿足其他的利益團體，甚至發生衝突。
2. 明確切割不同利益團體，將形成雙方或多方的對峙局面，無法妥協(negotiation)。
3. 不同黨派將有不同的意識形態(ideology)，如「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便是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衝突(Nelkin & Pollak, 1980)。
儘管負責政策研擬之政府部門，仍會依據政策的「客觀面」來擬訂政策，所謂「客觀面」即指「科技理性」：便是將某種科技透過知識的影響，讓民眾瞭解政府擬訂政策的本意，形成技術導向(technical approach)以支配公共政策的局面。在此理性化過程的背後，則即使是民眾不具備專業知識(specific knowledge)，也可以依賴具有專業知識的學者專家，來支持某項政策。但此種「科技理性」的過程，必須滿足以下的條件：
1. 政策執行不會因民眾的反對而延遲(delay)。
2. 政策制訂者視「依賴專業」視為一種理性的政策程序。
3. 專家與非專家之間必須有共通的意見，這種過程才會成功。(黃禎財, 2002:25)

然而大部分的民眾對於政策的接受度，則為自我成本與效益間的平衡，而非單純對專業的依賴，這也反映了上述科技理性的不實際。例如核能發電(nuclear-power)、輻射(radiation)等爭議性的議題，即很明顯地反映出這種社會狀況。一如本文欲探討的主題－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問題，在社會上也一直引起廣泛的關注，隨著近年來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以及社會越趨多元化，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亦趨複雜。檢視歷來放射性廢棄物議題的社會衝突事件中，政策規劃執行者、衝突參與者和訴求議題支持者三方，在此類社會運動中各有其樞鈕角色。然而此種關係係居於權力不平衡的基礎上，一般民眾必須藉由示威、集會方式來建立群眾基礎，以提升談判的主導地位；但政策規劃者則擁有專業人才、充分的資訊及資源等優勢，而具有談判桌下的優勢。再者，民眾常透過具有政治影響力的民意代表，來改變其間的權力不平衡。因此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議題，大多來自上述三者間爭議的互動結果。
(二)鄰避補償的溝通概念

核能設施本身所具有的鄰避(NIMBY)設施特性，即容易造成民眾與公部門間公共治理之衝突。從衝突觀點來檢視鄰避效應的個案，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便是建立在一個資源意識衝突的假象上。就衝突的產生，以娛樂場所的「鄰避效應」研究，則認為並非社會共識的結果，而是存在於利益關係中。台灣新興的社會運動，即與80年代以後逐漸壯大的政治反對運動有關，因此政治反對運動成為環保運動的學習對象，環保運動接受政治反對運動的支援，環保意識因而高漲，進而激發引爆衝突的自力救濟運動(張茂桂, 1989:12-13)。此部分與國外核能議題之社會運動發展趨勢，不謀而合。
美國未來資源研究中心(Resources for Future)針對民眾對處置及危險性設施之態度，實施全國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核能電廠以及有害廢棄物處置場為2項最不受民眾觀迎的設施。即使核能電廠及有害廢棄物處置場的營運操作符合美國政府的環境與安全管制標準，但仍然有超過半數的民眾希望以上2項設施必須選定在距離住宅100哩以外的地區，也就是所謂的「鄰避效應」。
就鄰避效應的解決方式，以「補償」為普遍使用的一種方法，也是最早用於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提供適當的補償誘因策略，來提高當地住民的接受程度(包括實質補償或協助地方整體發展方案)，進而增加設置場址的成功性，這個方法也普遍為各國所使用(包括台灣)，而個案補償也都有預期的效果(Kunreuther、Fitzgerald & Aarts, 1993)。深入加以剖析：補償的策略乃係基於合理選擇理論，即效用理論，透過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人的行為是依據效用最大為目標，受限於所得。所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當人的效用水準降低，可以利用其他財貨或金錢來恢復時，這就是補償。預期效用函數可應用於解釋補償對決策選擇的影響，以Kunreuther and Easterling(1990)架構的效用函數說明
，補償可進入個人的效用函數中，增加鄰避設施選址的效益，進而影響個人的行為。所以補償的方式具有原則上的正當性及合理性，相對地將「補償」做為選址的政策工具之一時，也要考量設場程序、風險認知、民眾參與程、社會壓力等因素的影響(黃德秀, 2001:12-13)。
透過多項研究亦顯示單靠補償是行不通的，其中Kunreuther, et al.(1993)則把焦點轉向於社會認同、價值觀，而且各類鄰避設施的影響因素各有不同。Lesbirel(2000)指出民眾以補償交易風險的意願，與設施本身的風險程度相關，風險程度越高，補償方式就越重要。而洪鴻智(2000)則指出具環境風險的設施常成為鄰避設施，處理民眾激烈抗爭的情境時，應融入民眾風險認知特性，才能有效執行管制工作及減少資源配置的扭曲。
正因為如此，風險認知是受到個人主觀的影響，除了設施經營者必須提供更高的安全標準及民眾宣導之外，其它因素亦應加入考量。在Sellafield的案例中，可以發現當地民眾對於核能工業的認知，也受到自己經濟因素(就業)或社群(家庭經濟支柱、整體社會的需求)所影響。
就國內目前的環境氛圍、以往學者文獻，以及本文中案例說明，「信任」是民眾接受鄰避設施與否的關鍵之一，民眾對設施建造者的信任程度，直接影響協商過程的順利與否以及最後是否成功設場，民眾對設場者或相關公部門管制能力所存在的不信任，導致雙方談判協商時，過程冗長且無效率，交易成本提高。民眾對設施建造者與設施維護者的信任，也應被視為設施設置與否的重要關鍵，蕭代基(1996)指出鄰避問題的關鍵是民眾的信心不足，並提出設施設置程序、法規與執法變數、回饋措施3項要素構成的信心模式。湯京平(1999)亦提出透過制度與策略提升政治參與及對話，才能成功的控制環境議題中的泛政治因素。而黃禎財(2002:126-127)針對原能會、學者專家、台電公司進行訪談調查結果顯示，解決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最迫切的項目為「建立具有法律基礎的選址程序，並由公權力解決衝突紛爭」。
然而透過制度設計，在重視民意的現今社會，溝通協調仍應放在第一位。一如之前所提的，如果公部門在此類議題的便宜行事，恐怕只會引致更大的民意反彈。

(三)風險溝通的結論
民眾對於科技議題的適應與調整，大多依賴日常生活中的互動與學習，而其基本的運作型式，則是一種自我建構式的社會學習過程(Winner 1986:3-6, Latour, 1991:108-9)，尤其本文主題－放射性廢棄物處置－這種具有高度風險爭議的科技事務特別重要，人們可經由涉入爭議、參與對話的過程，透過公開、公共領域的辯論，逐步地從無知(unknown)的情境脫離，並漸進地掌握複雜的知識，甚至建立公眾自我的「風險理性」(Risikorationalität)(Beck, 1986:259, 300)，亦即：民眾將會產生自我對科技知識的理解與觀點，並建構以社會價值為主的科技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
而這個演進過程，其關鍵在於如何發展公眾和爭議科技議題之間的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自1980年代以來，由於風險發展的複雜性，已經衍生不少科技議題與社會的溝通問題，一般民眾對科技的風險認知議題，已成為相關學界和政策治理關注的焦點，也因此引發風險評估(risk evaluation)學科的興起(Hattis, 1989:117;Slovic, 2000a:220)。而風險溝通就成為發展民眾風險認知、風險評估、以形成科技政策建議的一項重要過程；然而，我們也相對地看到一堆起先興致勃勃、而後飽受挫折的專家發出抱怨，民眾與政府之間無法溝通，而民眾對於科技政策產生複雜的恐懼和排斥，自然也形成科技政策的難題(Slovic, 2000a: 310)。
所以，一般民眾的風險認知及風險溝通，則被視為扮演與風險評估、危害認定(hazard identification) 、政策發展(policy implementation) 、政策執行(policy development)、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等各個面向間的一項核心元素。前述指出，影響風險認知最重要的是風險溝通的過程，而在風險溝通理論中，一般認為最基本的影響機制包括媒體、公眾本身、政策決策，以及社會與相關公部門等的行動(包括社會運動、政治運動)(Miller & Macintryrt 1999:229)，重要的是，目前集中討論以公眾認知為基礎的風險溝通，如Taig(1999:226)指出的告知(informing)、傾聽(listening)、言說(telling)和影響(influence)，在筆者看來：基本上是一個公眾自我或集體社會學習的建構過程，而這樣的過程發生在不同的社會脈絡，如隱匿風險的社會，就會產生相對不同的「風險溝通」效果。也就是說：假設在一個相對遲滯、隱匿風險的社會，前述的條件只履行某種被動的傾聽，而無任何正式的告知或敘述影響管道或機制，將產生什麼型式的結果呢？再者，根據部份學者所指出「風險的社會強化」(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效果，即透過不同風險來源(包括科學家、機構、利益團體)經由多重的轉介機制，而傳送給多方的訊息接受體(包括大眾、有影響力的人士、相關團體成員等)，相互的影響呼應以及回饋，則將產生更大的風險認知效果，更有可能擴大為全體社會爭議和恐懼的對象，例如英國社會處理狂牛症的社會強化過程(Renn 1991:287; Slovic 2000a:236-38)。Taylor(1999:163)則提供較清晰和明確的藍圖，他在分析基因改造產品對於英國社會的公眾風險認知與溝通過程，同樣的指出：那不只是風險評估與解決問題，也是一個基本的「溝通問題」，更是一個「結構」與「風險文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結構都是我們(在不同社會)要去面對和承認的。
如果要進行有效的風險溝通，除了我們指出前述的幾個影響因素機制外，更根本的是一些基礎問題，是風險溝通經常會被侷限在1.風險科學的本質(nature of risk science)及2.公眾風險認知本身。具爭議、複雜風險的科學，經常會形成公眾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障礙，這是因為一方面是風險本身的不確定性與複雜度，無法帶給民眾確切的安全感和答案，另一方面是民眾知識與資訊的落差(knowledge information gap)也阻礙了民眾社會學習的機會，這部份筆者在前一經驗研究已經清晰指出其特性。
而民眾對於風險認知，也有其有基本的限制，某些資訊一開始可能就嚇壞了公眾，民眾面對無法具體化的風險內容，則會傾向簡易的、絕對的答案，這樣他比較容易加以控制與掌握，而某些民眾已會具有某些價值判斷，因此他會將所收到的訊息加以個人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民眾的觀點較易被操縱，而所形成的信仰則很難修正。所以從公部門的立場，則要強調計劃性的釋放訊息給特定目標的民眾、同時進行訊息市場的研究：選擇訊息釋放的管道、測試訊息的效益，從而建構訊息，最後達到教育民眾的目的(Arkin, 1989:130-134)。
事實上，風險資訊的來源、管道和可信度都是非常重要的，民眾經過判斷對這些來源／管道的信任或不信任程度，都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對於所謂資訊來源「信任的認知」(perception of trust)，是會影響民眾對複雜的科技議題不確定性的理解和判斷，所以，建立一個較受高度信任的資訊提供管道(例如專業、具公信力的學者團隊或資訊平台)，是很重要的，再次強調的是：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是一種混雜各種面向資訊的判斷結果。因此，在一個社會中對風險溝通的重視，在於發展較完善健全、受到信任的資訊平台(釋出、對話)，因為一旦資訊釋放而出，就可能很難改變公眾的立場(Miller 1999:34)。
不過，民眾的風險認知，也受到系統或制度的影響，也就是所謂的「系統毀壞信任」(System destroys trust)－1980 年代美法兩國公民對政府管制核能電廠的風險信任相比較，相對於法國開放而多元的環境運動與公民參與，美國式民主卻形成壓抑、排除公民社會運動與參與溝通的管道，因而在核電廠風險管理案例上，美國公民形成對政府高度的信心危機(Slovic, 2000 b:317)。也就是整體社會、政治、科學系統，甚至溝通系統，都可能在結構上衍生出不同的風險文化，而其中的信任則變成了「果」，而非原因了。
如果要建立民眾對於科技風險認知的信任感，除了設置適當、專業的資訊平台，增加資訊的透明度之外，最重要的是在風險溝通與風險評估程序上引入民眾參與(public involvement)，無論是社會團體代表或民眾代表，越早讓民眾涉入決策程序，除了能顧及程序正義外，更能增加公眾對資料來源的信任，強化透明度，並持續性的建構公眾科技風險的信任。學理上的機制建構提議，其實也呼應了本文所提出Sellafield和STAGE研究計畫的結論，在公共治理上打破了專家及科技官僚知識／資訊的壟斷，同時讓民眾有參與影響政策機會、並進行對複雜科技風險的社會學習；而在社會結構上，發展出對話、平權的風險溝通機制，轉化風險信任為參與式的「動因」，而非被動式的運作結果；在公共治理的層級上，將複雜的科技風險，轉化為公眾正常生活學習、對話、價值判斷的過程，使科技政策決策成為社會公眾價值判斷、信任的建構過程與結果。以上則是透過理論及筆者參訪之綜合討論，至於實際建議，則置於下一章節內。
參、心得及建議
筆者透過以上West Cumbria的Sellafield當地以及1992年公民會議的研究，另外輔以歐洲STAGE計畫的成果說明，以及自己對於社會領域的觀察與研究，謹就國內未來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場址問題，甚至核能等具爭議性政策議題，在推動之前，除了政策分析及規劃外，對於宣導溝通的策略及行動上，亦提出以下6項建議。
一、研究建議
1. 持續溝通和宣導：
政府對於政策推動，應能持續且有策略地持續執行。然而，特定且具爭議性的政策項目，則應在推動執行之前，詳細分析規劃，同時評估政策推行可能產生的衝擊程度。配合適切的政策行銷及管道，來達成政策推動。
2. 分眾溝通：
在此所指的「分眾」，意思是指對於政策及宣導的「聽眾」，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文化、以及成長背景的不同，對於政策議題的接受程度，亦將受到其本身的「價值觀」而影響，對於溝通的方式及效果，也會有不同的效果程度；所以針對不同的關鍵群體，應能有不同的宣導溝通方式，以達成規劃的溝通目標。
3. 適當的溝通成效評估：
就本文中所討論，以及社會學者所提出的研究結果指出，對於政策溝通的成效評估，不外量化及質化二種主要評估方式，但由於社會變化程度，以及議題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情形，則必須依照政策議題本身、評估的關鍵群體、以及評估方式有所選擇，例如針對大規模的「研究母體」的一般性質，則可能採取量化的民意調查方式，然而為了深入瞭解「關鍵群體」的民意走向，則應配合質化分析的方式，來取得較深入的議題內容程度，配合民主審議的開放方式，將政策的溝通策略與民意相結合。
4. 溝通工具的適度運用：
溝通的主體雖然包括內容及口語，然而對於書面／視聽／網路等傳播管道的結合應用，則可以將溝通的主體宣傳得更為廣泛；同時參酌目前社會對於公部門的觀感，適度地結合代言人，以及「非語言」的宣傳溝通型式，則可以將溝通的效果更為提升。
5. NIMBY鄰避轉換為YIMBY迎避(Yes-in-my-backyard)：
例如核能的鄰避設施，透過不同的策略運用：如補償金的爭取、地方建設、政治角力、媒體宣傳等，都可能將設施本身的特性加以扭轉，而順利推展特定的政策主題，例如韓國成功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的選定，其成功關鍵，筆者整理如以下各項：第一、必須要有自願性的社區；第二、風險分析的系統必須要簡化，且易於理解；第三、必須對受影響的社區擁有補償的方法；第四、受害社區的民眾對於污染性設施必須擁有充分的掌控權。
6. 跨部門的協力宣導：
鄰避設施往往涉及跨領域的污染管制，有效的管理層級及範圍，未必僅只於地方或單一部門，同時補償機制的利益折衝常擴及不同的公私部門，甚至擴及國際，所以對於這類的政策議題，應該跨越不同的行政單位的共同合作，包括垂直與水平間的夥伴關係，才可能順利推展此類政策。
二、研究心得
筆者此次赴英國進行3個月的短期進修，除了研修以核能為主題的社會溝通內容，然最大的收獲，乃能在幸運取得國家資源支援下，遠赴英國當地汲取其人文思想、學術研究等各項近距離薰陶，其間的：人際、研究、環境、視野等，都有極大的成果和收獲，對自己及所服務的機關的未來各項公共政策及治理，均都是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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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指依選址計畫經區域篩選及場址初步調查，所選出符合「選址設置條例」第4條規定之場址。


�	係指依選址計畫選出之潛在場址或縣(市)自願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之自願場址，由選址小組遴選2個以上並經主辦機關核定及公告之場址。


�	指的是所有受到決策影響所及的公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而這集體決定，是由抱持理性與無私態度的參與者，經由論理的方式來形成。審議民主強調公民是民主體制的參與主體，應積極促進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而公民的政治參與，也不應僅侷限於投票，或是陳情、請願與社會運動；參與者應該在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下，對公共政策進行公開的討論，並以說理的方式提出可行的方案或意見。


�	全稱「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學會」，是英國資助科學發展的組織，成立於1660年，並分別於1660、1662、1663及1669年取得皇家的各種特許權。其學會的宗旨是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是世界上歷史最長且未中斷的科學學會。英國女生為該學會的保護人。


� STAGE計畫網址：http://www.stage-research.net/STAGE/，查詢日期：2010年3月11日。


�	這裡所指的是von Neuman-Morgenatern效用函數，源自於18心紀Bernoulli的選擇決策函數，之後由von Neuman及Morgenatern(1947)發展出預期效用函數。





